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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新闻客观性的进与退

———一种基于历史维度的思考

王创业

摘　要：将中美两国的一段新闻史放在一起作对比研究，发现中美两国的新闻客观性的出现与萌芽经

历了共同的历史条件，但是两国最终的新闻客观性的发展却走向了两条道路：一个是作为职业道德准则被

坚守，另一个则走向了消退。如此之大的差别是和两国的媒介生态环境发生改变有关。笔者认为，我国的

新闻客观性最终没能被坚守下来与这几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中国的 “士”的传统是积极的 “参与”，

这与西方的 “客观”原则不相一致，其次，虽经启蒙，但民主思想并未得到巩固；再者，近代以来资本主

义商业没有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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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美两国新闻史的人都清楚这段历史：在美国，新闻客观性萌芽是在政党报刊之后的大众报

刊时期。在中国，同样在政党报刊之后也出现了以 《大公报》为代表的商业报刊，而 《大公报》又不

断宣示其所秉持的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这一理念与西方的客观、公正、平衡的

新闻客观性又是如此的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发现，中美两国的新闻客观性意识的萌芽所处的历史环

境曾经一度是那样的接近，新闻客观性的萌芽又都经历了民主思想启蒙、政党政治轮替、商业利益

驱使。

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就这样认为，以上的三个条件是新闻客观性出现的充分条件。因为我们还

注意到，许多对新闻客观性的论述还涉及到技术层面的思考、哲学层面的思考、社会思潮层面的思

考。① 同时还有学者对这种思考表示了怀疑，认为并不是因为技术进步了，客观报道出现了，而恰恰相

反。② 我们并不想将讨论放在这些争论上，也不愿刻意讨论新闻客观性的出现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媒介生

态环境。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中美两国在各自经历了政党论战之后，两国的新闻客观性意识开始萌芽，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何两国的新闻客观性的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梳理中美两国的新闻发展史，我们发现，美国的报刊先是抵抗英国对新闻界的压迫，而中国的是在

和清王朝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美国的报刊随后经历了政党报刊时期，而我们的报刊也不例外，只是

这种政党报刊时期跨度大，时间长而已，其他的没有什么不同；美国的报刊接着发展到了商业报刊、

大众报刊时期，而我们同样也是，政党报刊时期出现了商业报刊，只是这种报刊存在的时间短暂，而

且没能发展壮大。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当下的媒介不是正在努力地完成这次 “补课”吗？

市场化、集团化、商业化如火如荼，而且我们也开始担心当下的新闻是否已经太 “鸡零狗碎”、“鸡毛

①

②

彭家发在 《新闻客观性原理》一书中写到了三个层面：商业色彩、电报与美联社、培根主义；芮必峰与姜红在 《新闻报

道方式论》也有类似的阐述，他们认为客观性出现是为了争取不同层次，不同思想的读者。

黄旦在 《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与迈克尔·舒德森在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中都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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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皮”，太 “煽情”、“泛娱乐化”唯恐天下不乱了。而这种担心，不是同样在美国的便士报时期出现

过吗？只不过所不同的是，我们当下的市场化依然不是媒介行为，可是这无关紧要，就算是在行政行

为下的媒介市场化，我们同样看到了我们曾经所熟悉的便士报时期的那一幕在重新演绎着，我们的新

闻事业在不停地被 “补课”。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再看一下新闻客观性，由于新闻客观性在中美两国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依然需要这种 “补课”。

一、美国：制度化的新闻客观性

我们试图将美国的新闻客观性的制度化过程给呈现出来，但是得承认这是一项有难度的工作。

便士报取得了成功，它赢得了受众占领了市场，开拓出了新的新闻事业。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新闻

界掀起了一股 “事实风”。事实成为编辑们的口头禅，它像一条僵硬的法律准绳，记者们一步也不能跨

越。“事实，事实，除了事实，什么都不要”，钱伯斯回忆录中如是说。“精确！精确！精确！何人？何

事？何地？何时？结局？”“记者必须像机器一样报道新闻，不许有偏见，不许有色彩，不许有风格。所

有的文章千篇一律。”［１］（６５－６８）事实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其直接的后果是让报刊或者是新闻看起来至少

像我们这个时代所强调的 “新闻”，而这样做也为新闻界赢得了尊重。虽然这时还没有对新闻客观性的

明确表述，但为时已经不远了。事实在新闻界的确立并没能阻止９０年代普利策的 《世界报》与赫斯特

的 《新闻报》在 “煽情”新闻和 “黄色新闻”上的竞争，而新闻史上却称这个时期的新闻业为新式新

闻事业，这是为何？

因为此时，杂志参与到广告竞争中来。而更重要的是，新闻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两条道路：作为娱乐

的报纸与作为信息的报纸。前者以 《世界报》为代表，后者以 《纽约时报》为代表。信息新闻模式，

以提供给读者信息为目的，不参杂记者的个人观点。《纽约时报》让人尊敬，信息似乎让它在道德上占

据了优势，它可以毫不客气地批评 “煽情新闻”，而 《纽约时报》也确实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是高尚的，

而 “煽情新闻”则是道德败坏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类型的新闻事业的分野，在当时已经上

升到了道德评价。而是什么支撑着这样一个道德评价体系？是新闻客观性吗？要知道，“客观性这个词

始终没有出现在记者或者是新闻批评家的词典中”［１］（１２０）。《纽约时报》对信息满怀信心，认为知识的主

体是可以自明其理，不需要语境———或按照理所当然的语境去理解就可明白无误。但是，这在舒德森看

来却不是 “客观性”，而读者并没有打消对主观性的担忧。而此时，尼采等人的怀疑思想开始在美国传

播，并且登上了教育的殿堂。民众意识到，甚至是理性自身也会受到利益、意志或是偏见的影响。他

们不再坚信弥尔顿的 “真理的自由市场”了，而在舒德森看来，“这种转变深刻影响了２０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新闻业，客观性的理念由此诞生了”［１］（１２０）。

也就是说，当人们意识到 “事实”并不像报社或者是记者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在怀疑论的指导下

开始认为，记者的 “事实”是经过选择的事实，人是有主观的，真理也不是不证自明的。这种怀疑思

想不仅存在于对新闻报道的怀疑，它已经蔓延到了整个社会。理性破灭，非理性是大家对人的新认识，

主观性与客观性是相对的，谁都摆脱不掉非理性。这种思想也开始蔓延到新闻界，报社编辑与记者也

不得不公开承认新闻报道有主观成分。但是，正是对这种主观性意识的存在的觉醒，记者才开始更加

相信客观性的重要性。因为，新闻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没有变，他们要想办法来应对这种非理性与主

观性。第一种方法，就是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开始署名。这对新闻记者来说是一种约束，因为他必须要

对他所报道的内容负责，一旦出现问题，在法律上是要承担责任的。而且，署名也是为了接受监督，

这时，即使事实已经不可信，但是记者依然要抓住事实。第二种方法就是专业化。“专业化更是大幅提

高了记者检视新闻来源的能力”［１］（１３１）。新闻界开始招募专业记者，包括经济、医疗卫生、法律等。这

种专业化可以让记者在报道中显得更加博学，在处理经济等问题时会显得更加专业。如果努力使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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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职业不断专业化，这对提高新闻业的可信度与公信力同样有好处。而要走上专业化之路，如威伦

斯基所言，则必须有一种行业准则或者是行业理念，如医生的 “救死扶伤”，老师的 “教书育人”一

般。只有如此，新闻从业人员，才会产生职业认同感，在他们的身上才会有行业的标签。此时新闻客

观性再被提出已经很适宜了。虽然客观是做不到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客观成为记者与新闻界努力的

目标。

我们似乎已经能够看到新闻客观性的发展前景了，它将作为新闻专业主义中的核心与基础出现，

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地解释为何中国的新闻客观性消退了。

二、中国：新闻客观性的消退

我们回顾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国新闻史，不难发现，中国的新闻客观性止于萌芽；与美国的新闻客观

性相比，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消退。正如赵月枝所言：新闻客观性并不是一个自生的、完全自由的

论说。它确实有其生存的物质条件，……不同的社会或政治秩序会产生不同的新闻［２］。事实也正是如

此，我们探究发现的是在中国存在着那么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符合产生新闻客观性意识的萌芽的媒

介生态环境。如果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奇的话，而当新闻客观性意识走向消退，我们也自然不会感到

奇怪，因为这种媒介生态环境开始消退了。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探讨一下历史的传统，我们的这种不奇

怪感一定会加深。

从文化传统上看，“文人论政”的传统对中国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王韬、梁启超发家于

“报章文体”，而梁启超更是被誉为 “舆论之骄子”。他们的政论文影响了中国的几代文人。而当时，纯

粹因新闻报道而出名的专职记者很是稀少，言论的好坏，在当时俨然成为报刊优劣、报人能力高下的

一个评判标准。梁启超与王韬等人也是借此奠定了他们在报界的威望。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始终没

能离开文人论政的传统，即使到了张季鸾的新记 《大公报》时代，虽然是独立报纸，但是，它依然自

觉地继承着 “文人论政”的传统，而且 “文人论政”的传统在张季鸾手中发扬光大。在胡政之看来，

一份理想的报纸要能够兼顾经营与事业，“我国过去的报纸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专为表达所属政党

的政治主张；一派则完全着眼于生意。前者在民国初年为其鼎盛时期，各党各派无不拥有机关报；后

者则发源于上海，绝口不谈政治，要以赚钱为目的。我对以上两派都觉得无聊，都不以为然。”［３］他所

赞同的是，报刊不但要 “营业”更要 “论政”。

《新华日报》在张季鸾死后发了一篇短评 《季鸾先生对报业的贡献》，其中认为他 “通过言论以推

动政治”，他的政治观点 “表现在言论上始终很明确”［４］。而 《大公报》所发的 《敬悼季鸾先生》的社

评中亦说：“先生之视报业，一非政治阶梯，亦非盈利机关，乃为文人论政而设，而个人则以国士自

许。先生为十足之文人，而其言论行谊，则有国士风”。［５］

从这两篇悼文我们可以看出，对张季鸾的 “文人论政”的做法，新闻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且

这种做法在他们看来是值得肯定的。从中，我们可以推定出，在当时的报界依然对 “文人论政”有着

高度的认可。对这么一个杰出的报人的评价不是他在新闻报道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他的 “论政”。在前

文中，我们已经多次提及以言论政与新闻报道的分离是新闻客观性意识萌芽的前提，李良荣亦认为，

客观主义理论应运而生是因为 “信息模式的推动”。“政治模式”是以言论、宣传、经济不独立为主要

特点，而这正是 “信息模式”所反对的， “信息模式”则是政治、经济独立，新闻为主，而这也正是

“客观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原因。［６］而即使是到了独立报刊之时，“文人论政”也没能突破传统的范

围，张季鸾被称为 “国士”，而生前他也是这样自认为的。由于中国的传统是个典型的文官制国家，读

书人的目的是 “学而优则仕”，没能 “仕”的学子则退而求其次：著书立说。以言论政，这在报刊出现

以后成为了可能。张季鸾等一批报人，“相信通过在报刊上制造舆论、反映民意，可以对政府的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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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执行形成一种监督与压力，从而避免政治的腐败与有助于政治的清明。当然不可否认，这种以言

论政介入政治的方式符合自由主义关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理想，它本身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体现

形式之一。”［７］这种论政对国家的发展自然是大有裨益，同样也契合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的观点。在报刊

来说似乎也是监督政府的一种象征，但是，这种监督并非公民的监督，而是个别文人的监督。一旦报

刊上的言论产生的影响大于新闻报道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信息的新闻不能完全与言论相抗衡，新闻客

观性继续的制度化可能会停滞。因为，报纸的功能是传递信息，信息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新闻报道。我

们看到美国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新闻从言论中剥离，并最终成为报刊的重点，然

后才演化出新闻客观性来。中国的新闻一直未能从言论中完全独立出来，新闻客观性的演化在 “以言

参政”的方式下被弱化了。

从政治角度看，当时的中国政治体系没能够发展出西方的多党执政，一旦政局稳定，在言论上政府

需要言论的统一，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后来的北洋军阀政府，都清楚地表现出来。在新闻媒介那里也

就不存在党派上的分歧与偏见，新闻界也不需要为新闻报道会得罪哪一方的党派或选民而担心。新闻

媒介不用考虑读者的政治态度，因为此时的政治态度不需要考虑，所有人的态度是统一在政府的态度

之下的。那么对新闻媒介来说，在报道中选择拥护政府的观点自然是最明智的，这其中也不会因此出

现为了避免失去读者而取中立的态度的考量。

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未能发展壮大，商业的不发达影响到了新闻事业的进一步

发展。再加上当时中国的战事不断，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实力。

１９９１年国务院发表的 《中国人权状况》一文指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中国有

９３０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６２０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过５０００亿美元，２１００余万人被打死

打伤，１０００余万人被残害致死。［８］战争对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而报纸要独立，必须先在经济上独立，

对报刊来说，经济独立的一个最大依靠是商业广告，而商业的不发达，报纸想靠广告商生存有些艰难。

而且，这也不利于媒体之间形成竞争，没有竞争的媒体，自然不会考虑如何去吸引读者，如何去让更

多的广告商来做广告。没有竞争，新闻客观性对他们来说自然就失去了商业利益上的这一层考量，新

闻客观性的重要性再一次被弱化了。

我们经过对比所阐释的新闻客观性与当时的民主自由、政党政治、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新闻客观

性从中萌发，如果媒介生态环境失去了这些联系，新闻客观性的出现可能会存有疑问。而中美两国的

新闻客观性的发展分道扬镳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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